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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论学:梁漱溟特有的论学模式

罗 志 田

摘　要:“五四”前后,中国新的学术典范大体定型,开始确立从提问到表述的一整套“规范”.梁漱溟

恰于此时开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讲堂论学模式,即在“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的意义采用西来的“公开演

讲”新方式.他了解以说服与证明为要项的新论学方式,但尝试了一种经演讲而成书的模式,因口头讲述

而简化新论证规范,往往不经“证明”而直抒见解,实际挑战了形成中的学术典范.这样一种介乎于学院和

“社会”之间的言说方式,虽与学界对话,却不遵循“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诉求,而带有化民成俗的遗风,揭

示出过渡时代里天下士与知识人身份定位和职责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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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育和学术模式的大转换,始于清末,大体定型于“五四”前后,初步确立了新的学术典

范(后来还有调整和发展).早在１８９５年,在很多方面都开风气之先的严复,就提出了一个此后很多

学者一直在因应的判断,即“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① .从

那时起,中国的学问和学术,日益向“西学之规矩法戒”倾斜.而其基本特征,就是以日本式的西学分

类来规范中国学术,同时并有从提问到表述的一整套“规范”② .
“五四”后迅速确立在全国舞台发声地位的梁漱溟,则尝试了一种不一样的讲堂论学模式,虽也

采用西来的“公开演讲”新方式,却是基于“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③ 的意旨,希望因应民众心中的问

题,带有化民成俗的遗风,多少与“为学术而学术”的新诉求背道而驰,隐寓着“天下”转化后天下士与

知识人身份定位和职责的紧张.从表述和论证的视角看,梁漱溟在演讲中的处理方式,特别是因现

场口头讲述而简化一些现代学术论证所要求的“繁文缛节”(且在整理成书时也没怎么改正),更直接

挑战了形成中的学术典范.
这一与众不同的讲学模式,过去似尚注意不多,本文即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梁漱溟之所以形

成这样别具特色的论学方式,多少与他的成长经历和自我定位相关④ .他自己说过,“虽自幼不断地

学习”,却“不着重在书册上”,所得更多来自其“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中⑤ .后来他更强调,自己各

类言学论学之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

一点心得”.因为“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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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①.
此前“见闻”与“书册”的对应,与后来“生活体验”和“空名词、假概念”的对立大体相类,有显著的

持续性.这样看来,梁漱溟多次自称不是书生,不敢谈学问,恐怕也有故意说的意思在,隐约表示出

他对相当一些学院中人的不满,所以主动与他们划清界限.尽管不以学者自居,他在内心里恐怕觉

得自己的学问心得还超过那些自视为学者的人.当然,在意识层面,梁漱溟虽对当时尚处发展中的

学院模式有所不满,却未必有意挑战,而更多是履行自己读书人的社会责任.

一、渴望解答的社会和论而不断的学界

在一个秩序大转变的社会里,总是充满了不安和向往.人们的烦恼,往往与秩序转变和调整的

程度成正比.民初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使人烦闷的时代.从个人到世界,内外问题如山,民众期盼

指引,需要甚至渴望着解答.谁能对民众的问题给出立场鲜明、简单直截而又充满希望的解答,就可

能很受欢迎.然而那时能看到问题的多,能给出解答的少(如梁漱溟眼中的“旧派”,就提不出自己的

主张②).同时或因读书人的边缘化已经开始,说话不那么理直气壮;或因现代知识人提倡学术独立,
没有过去天下士那么强烈的化民成俗的责任感;或受西方传入的理性影响,学人的表述讲究分寸;总
之不少读书人表现出展缓判断的倾向,似乎无意给民众以简明的答案.

梁漱溟有着比一般人强的危机感,又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故明知自己未必具备讲述中

西学问的充分基础,还是不能不在时不我待的迫切压力下挺身而出.他曾告诉与自己文化态度接近

的王鸿一③,“不能解决当下问题,即不算学问”.王鸿一深感“与吾之心理相同”,盖

　　吾目中既明明看见不安之状态,小之如吾属民生、民德问题,大之为民族建国问题,再扩之

为世界人类生活问题,皆相逼而来.如一切漠不关心,且不屑考究,而谓吾所求者是天人同源之

学云云,岂非梦话? 譬之目见病人,而谓吾将习医以疗之,恐病人不能待也.④

这话表出了当时很多人分享的“问题意识”和焦虑心绪,张君劢曾说梁漱溟开病急乱投药的先河⑤,多
少可以由此理解.那时普天之下,从地方到国家再到世界,处处都是问题,个个问题都是读书人的责

任;无学之人似不能解决问题,但若侧重学理,又恐缓不济急.且依梁漱溟的定义,不能解决当下问

题即不算学问,若仅从事相对虚悬的学理探究,则离学问尚远,又何有于问题的解决.
向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⑥之使命感的梁漱溟,最不欣赏迟疑的态度.他在北大曾对孔子研究

提出正面三问题,便要求大家“一问一答,闪避不得”⑦.稍后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论及中国应

付文化危机的方法时,更再三强调:我们“须有真实的解决积极的做去,不要作梦发呆,卒致倾覆”;同
时“须要赶快有个清楚、明白的解决,好打开一条活路,决不能有疲缓的态度”.总之,“我们非有根本

的解决不成,决非麻糊含混可以过去的”⑧.这些表述中的潜台词,即那时“闪避”成风,“疲缓”流行,
不少人试图“麻糊含混”过去,使他难以忍受.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梁漱溟尽管整体倾向于新派,却对新派中流行的“论而不断”方式很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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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自己却崇尚农垦实业,是过渡时代一位充满过渡特色的读书人.参见梁漱溟:«悼王鸿一先生»(１９３０年),«梁漱溟全集»第５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９ １９５页.

王鸿一:«致陈亚三»(约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间),收入王鸿一先生公葬办事处编:«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山东,１９３６年,第５８
６０页.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自序»(１９３５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０年,第１页.
这是梁漱溟１９１７年一篇文章的题目,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１９ ５３７页.
梁漱溟:«在孔子哲学第一次研究会上的演讲»(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５日,谷源瑞笔录),«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５５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３７页.



新文化人中和他个人关系最好的是李大钊,他在引用李大钊关于东西文明的差别在静与动时指出,
李大钊虽然说“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致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表
现出“似乎要急求解决的样子.但他的结论却很奇怪”,说其“相信东西文明是不能妄加轩轾的,将来

还是必要调和的;并且这调和事业很大,现在我们还不能做”.话虽不错,“可惜没有解决”问题①.
尽管梁漱溟也指出,“这‘论而不断’的态度,也是近来所谓新派的人所通有的,不能单怪李君”,

但他的不满是明显的.所谓“论而不断”,即胡适主张的“展缓判断”,是当年崇尚理性者常有的表

现②.部分或也说明这些人的危机感不甚强,故不急于“解决”问题.梁漱溟能看出这是新派之人通

有的态度,眼光相当敏锐.但这样的理性表现,也可能使热心人失望.王鸿一就不止一次讲过他在

新文化运动时到北大见蔡元培和胡适等人的情形:当“北大新潮发生,蓬蓬勃勃,大有横扫一切之气

势”之时,“教育界同人目迷五色,莫知所从.而吾所得一知半解之教养思想,亦遂不敢自信”.于是

“经北大学生徐彦之介绍晤见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谈许久不得要领.始知两先生虽居北大中坚地

位,其实是莫名其妙.后又谒见胡适之先生,并参读各种新书”,仍“觉疑莫能释”.他当时问的是“人
类生存是不是得有信仰与希望? 如谓应打破伦常,到底将此两点移到何处”? 而蔡、胡“两君答语,大
致相同,谓可以移到社会上去.吾谓如移不过去,又当如何? 两君则胡乱解答,现亦记忆不清”③.

梁漱溟自己也不止一次讲过他与北大诸教授对话的故事.那是在１９２０年快放暑假之时,北大

一些教职员为即将赴欧美的蔡元培和几位教授开欢送会,演说者大都“希望这几位先生将中国的文

化带到欧美”,梁漱溟则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 且“中国文化究

竟何所指”? 对此在座的人都未认真回答.这使梁漱溟非常不满:“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
何必说他呢! 如将‘中国文化’当作单单是空空洞洞的名词而羌无意义,那么,他们所说的完全是虚

伪,完全是应酬.”④

这个故事很能体现梁漱溟的不满,不过这是北大内部的问答,而王鸿一等校园之外的人,也曾希

望从新文化人那里获得解答,颇提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大概那时不少人都曾带着自己的期望

和疑问去向已具声威的北大老师们请教,而那些来去匆匆的教授们,对这类人生、文化的基本问题,
或以漫应之的方式对付,并未认真回答;或秉持理性态度,对此类根本性的问题“展缓判断”,故只有

“论而不断”.更可能两者兼而有之,然皆导致提问者的失望和不满.
王鸿一在晚清是典型的新派,入民国后文化态度虽转趋守旧,倒有些像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

杀前曾给民国以证明自己的机会一样⑤,也曾给当时的新派以释其疑的机会,却仍以失望告终.故其

得出的结论是,那些留学“欧美学生,很有极好学识者,何以不见重于中国社会? 因多半属于极冷酷

之理智派,假批评、怀疑为藏身之具,而不肯为同类洒一滴之血汗”⑥.或即有感于民初欧美留学生的

蓬勃“气势”,梁启超在“五四”后曾叹惜晚清西洋留学生很少参加新思想运动是“深有负于国家”⑦.
这与王鸿一的不满,多少也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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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与下段,见梁漱溟讲,陈政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１９２０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８３页.
关于胡适的“展缓判断”,参见余师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沈志佳编:«余英

时文集»第５卷«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５ ２７７页.
王鸿一:«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１９２９年),«村治月刊»第１卷第１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１

月２２日收到),«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７页.按王鸿一晚出的回忆文字添加了一些“俄化”的新内容,有倒放电影之嫌,但大体

的失望感则是前后一致的.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３３０ ３３１页.按此处原文为“中国文化究意何所指”,“意”字或为

印刷致误,从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旧版改.说详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梁济于１９１８年以殉清自杀,但那时民国存在已好几年了,他在遗书中明言,这是因为给民国机会以证明鼎革是值得的.说

详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３日收到),«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５ ５６页.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１９２０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８页.



通常读书越多,越不敢随意回答基本性的问题.故新文化人的论而不断,可能是出于理性的展

缓判断,却给那些渴求解答之人以虚伪的印象(梁漱溟所讲故事便提示出他有同样的印象).尤其在

人心激动的时代,理智便可能意味着冷酷,让人产生“假道学”之感.王鸿一就说,那些欧美留学生正

与“宋元性理派”相等,“任中原沦于胡夷而漠不关心”.故他在“北京学界中”,“只承认漱溟一人”,因
梁漱溟受他父亲梁济的感动,“确有学行一致之意味.其他皆是流氓学者,无可商量之价值”①.

其实王鸿一是想与他们“商量”的,也有过尝试.如上所述,当时不少人都带着类似“朝圣”的心

态去北京学界寻求解答,说明那些读书人其实很“见重于中国社会”.然而他们又常不能让那些怀揣

敬意前来寻求解答的人满意,大概也是事实.当年新旧之间跟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歧异,有时可能产

生于误会,却强化了双方之间的紧张.
例如,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的辩论中,当时就有读者对争论的趋于细微和专门化表示不

满,因为梁漱溟提出的本是要在众多生活路向中“寻出一条最好的生活路向”,大家的辩论似应集中

于此,“以决定现在我们活着该取什么态度”.不幸学者们却在“辩论这是佛说的,这不是佛说的”;或
“辩论这样说是深,那样说是浅”.就算一方辩论得胜,也“不过是空话”,“到底于我们寻求真义、为将

来自身应用而不是单单作过去的考证的,有什么关系”? 这位投书者指出,“现在诸先生所辩论的,离
开初意很远了”②.可知至少对一些读者而言,那次辩论已经过于学究化而离题较远了.

这是一个颇具诡论意味的现象.学者们的辩论往往容易走入可能是非常细微的专门方向,甚至

沦为“功力”高下的较量;但不少读者却希望得到简明直接的指引,甚至欢迎表态式的站队.毕竟学

者们讨论的可能恰是其术业之专攻,所论即所业.而很多读者却是“业余”的,他们需要先以全力谋

生,然后“拨冗”关注这类生活路向的宏大问题,的确“无暇”进入碎片化的细节,不论这些细节与更大

的整体有多么密切的关联.
近代适逢参与意识较强而其数量也足够大的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出现了老师“向学生学”,成

年人“跟着少年跑”,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重大社会变化③.“澄清天下”的责任,已很难由过去那些

天下士独力承担.然而边缘知青往往面对着解决温饱的生存压力,对他们而言,深思的确是一种奢

侈,有些问题或不得不让“有食者”(不论是“肉食者”还是“蔬食者”)谋,然后给出答案.然而如余师

英时所指出的,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就在于“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

求”④.胡适如此,其他很多学院中人亦然.
在这样的背景下,甚至一些学院中人也表示,在论学和论世之间,需要从权处置.张申府在批评

胡适时就提出,“人在治学时是可以理性些,是可以怀疑的.若是在行动上,只有勇猛的往前追,绝不

可先对你自己作的事怀疑”.因为“国家好不好,本须我们努力.先有一理想作目标,而设法完成

之”,没有犹豫怀疑的余地⑤.他所说的“行动”,更多是指面向边缘知青(即可能的行动者)的世论,或
者就是一般所谓议政而已.那意思,这类言说就必须黑白分明,可以不必太理性.

若从听众拥护与否的角度言,张申府可能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陈

独秀,就向持不容人怀疑的态度,特别在他认为“是非甚明”之时,就“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⑥.如他曾提出“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

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⑦.这类斩钉截铁的表述要让偏于理性的学人接受,可能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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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０日收),«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６、５４页.
王晋鑫致张东荪等(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１日),«时事新报学灯»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７日,第３ ４版.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１ １５２页.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现代学人与学术»,第２７６页.
张申府讲,吴培申记:«客观与理想»(续),«新晨报»(北平)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４日,第２张第７版.
陈独秀:«文学革命(答胡适之)»,«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
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１９２４年２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９８页.



有所修正,以显出说理的分寸.但要得到更广大的听众欢迎,像这样绝对而醒目的表述,或反更容易

引人注目.
梁漱溟其实特别佩服陈独秀言说的魄力,但仍觉得他和其他新文化人一样好说空话.１９１９年

有一位不受家庭束缚来北京求学的女学生李超病逝,北京学界为她开了追悼会.陈独秀在追悼会上

演说,反复讲“人类的占有性为一切作恶的根源,男子压束女子,资本家压束劳动家,日本压迫中国

人”.胡适也写了«李超传»,以为“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要“比替

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因为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①.
两皆带有今日所谓“消费”死者之意,这让梁漱溟不满.在他看来,一个人“奋斗而死”,是“感觉

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自由,并非“计算自由有多大好处便宜而要求的”,然而“论者却夹七夹八

替他计算”.问题是,“人的行为不能像作买卖一般去计算的”,是基于“人的情感,他觉得定要这样

作,不能计赔赚”.工于“计算”或“算账”,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描述西方社会的关键

词,意指其缺乏情感,上升到学理层面就是过于偏重理性.悼念一个人的逝去,本是讲情感的场合,
大家却诉诸理性,去探讨其死的意义,故梁漱溟当场就表示了不赞同②.

梁漱溟自己的菁英意识很明显,但在下意识中,他多少还有几分“反智”的意味.因为他父亲曾

把中国“积弱不振”归咎于居社会领导地位的读书人,这看法对他影响很大,使他自己也“鄙薄学问,
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③.所以,对居于社会领导地位的读书人,尤其他们那务虚不务实的一面,梁漱

溟总有几分不信任.他在李超追悼会上就指出,蔡元培、蒋梦麟和李大钊等人的演说,“多半是指点

出问题给大家看,要大家去想法子解决”④.在一个需要解答的时代,如果这些社会寄予厚望的名教

授都仅指出问题而不给答案,那“吾曹”在社会上又有何意义⑤?
而梁漱溟的一个持续看法,即认为民初负社会指导责任者有所失职.他不止一次地指责那些未

曾“真正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没有把自杀看得那么切近的人,其所说开导青年的话,多属“浅薄的

道理”,不具备“替青年解决烦闷的能力”.或许那些“情志没甚不安的人可以听得入耳,如果在情志

大动摇的人,如因失恋而几至自杀者,那就完全不相干”⑥.
那时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青年烦恼问题常为人所论及.余家菊认为青年烦恼是因为中国

“所吸收的西方化与固有的一切相去太远之所致”⑦.这大概借鉴了陈独秀几年前的说法,即“欧洲输

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多年来中国“扰攘不安之象”,十之八九是因

“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⑧,但这仍偏于描述现象,而未能解决问题.梁漱溟则把这个问题的解

决寓于他文化翻身的思路之中,从而开启了讲堂论学的模式.

二、针对社会问题的讲堂论学模式

针对青年的烦闷,梁漱溟希望能照顾到他们的实际需求.他的具体主张是:

　　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

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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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李超传»(１９１９年),«胡适全集»第１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２９ ７４１页,引文见第５３０页.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１９１９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５７３ ５７５页.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１９２８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８５１ ８５２页.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７３页.
其实梁漱溟那时自己也曾这样做,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说他朋友伍观淇感叹总是“不知道哪个主意好”,总要“我们给他

一个主意,我们没有主意给他”.他自己则“要大家开眼觅路”,但“也没一条路给大家”.因为怎样生活的问题“没有唯一不二的答

案,我们只能告诉人去觅他的路,觅了路如何走而已”.见梁漱溟:«一个人的生活»(１９１９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６０ ５６１页.
梁漱溟讲,陈政记:«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并述我自己的人生态度»(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７６３页.
余家菊:«民族主义的教育»(１９２２年),«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台北:慧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９页.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１９１６年２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１卷,第２０１页.



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

是唯一无二的路.①

陈独秀曾提出,倘若不将尚虚文的中国传统“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②.这与梁漱溟

主张“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让“中国人复活过来”,是很不一样的.两人都不欣赏“虚
文”,然一则对应着“实学”,一则对应着“实利”③.也因此,他们所要昭苏的对象,一是人生态度,一是

国力④.
这样的同中之异多少也表现在大学校园中,那些向往国力的新文化人,正努力追随和型塑着西

来的“现代”学术规范,提倡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而梁漱溟所说的宋明讲学之风,却直接指

向了社会大众;在表述方式上,似乎也以讲堂论学为主.也正因此,他或许创造了一个介于校园与社

会之间的论学新模式,即以系列演讲的方式探讨读书人众皆关注的问题,力图给出明晰的答案.这

一模式在校园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宋明时代本无今天日渐显著的校园与社会之分,若真要对二者进行区分,那时的讲学反在今日

所谓学界之内.但在民初重提这一取向,就遇到了新问题.蔡元培是较早意识到并表出校园与社会

区分的人,在与林纾争辩时,他曾明确提出,大学应仿世界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

义”,听各学派自由发展.大学教员“在校讲授”即以此为界限,若其“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

校无涉”,学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⑤.
换言之,学术争鸣的范围限于校内,老师在校外立说,则不受限制.当年«新青年»激烈批评中国

传统文化,而北大讲中国学问的教授对此“视若无事”,梁漱溟明确表示了不满.其实若按照蔡元培

的区分,北大教授即使不赞同那些反传统言论,在校内也只能循思想自由原则而“视若无事”,但可以

在校外进行反击.实际的情形,则那时的区分并没有这么清楚,不少反传统的言说也在北大校内发

表,而梁漱溟同样利用了大学的讲坛以发布其为孔子“出一口气”的言说⑥.
所以,梁漱溟造成的影响,不尽是今日一般所谓的“社会”影响,因为他尽管针对着自己心目中众

人的问题,所预设的听众却并非普通百姓.梁漱溟后来在要求大家“赶快用心来研究社会问题”时
说,我这话“不独为众人言,抑并为有学问、有见闻的人言之”⑦,就清楚地表明了他预设的言说对象包

括了校园内外的“众人”、“有学问的人”和“有见闻的人”⑧.其实那时新文化人也同样在校外演讲,而
北大不仅课堂开放,其校内演讲也对外开放.但总体言,梁漱溟对言说对象的这种定位,可能使他的

言说更能“接近群众”.
或许正因为这样一种定位,梁漱溟在讲学中的论证方式并不那么严谨.他少小就不屑为“文

人”,在中学时代也“不注意国文方面”,对“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⑨.所

以他大概很少受到所谓“文章义法”的影响,不论是新是旧.他曾谦称自己“实在不能讲学问,不管是

新的或旧的”;却也曾用另一种方式说,“无论旧教育(老式之书房教育)或新教育(欧美传来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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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３９页.
陈独秀:«敬告青年»(１９１５年９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１卷,第１６２页.
陈独秀固以为“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见陈独秀:«东西民族根

本思想之差异»(１９１５年１２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１卷,第１９５ １９６页.
这对象的不同,隐约揭示出那时国与民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此不赘述.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８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２６８、２７１页.
梁漱溟:«自述»(１９３４年),«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１２页.
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１９３３年),«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３５７页.
按梁漱溟对书本和见闻是分别看待的,详另文.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１９３４年),«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７８页.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１９２８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８４８页.



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①.受害少自然束缚就少,然而学术规范也是一种“文章义法”,论学不

讲章法,就可能使学界对他的言说不那么认可.
且梁漱溟一向好说斩钉截铁的绝对话,这一习惯大约在中学时即已形成.他那时便“总喜欢作

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不喜欢他的老师在他作文卷后给出

“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欣赏他的国文老师则说他“语不惊人死不休”②.这一特色在他

后来的行文中是持续的,如他主张中国应当西化时,曾坚信中国可以效法日本摇身一变;后来观念转

变,又说“日本赶好模仿西洋成功,中国而今再无此机会”,故他“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

起”③.这样的“断定”足够胆大明快,却未必足以服人.
民初引进的西方论学方式有两个要项,即说服与证明.要想说服人,就需要证明自己所说的是

正确的.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型的概括,在那时的思想论争中,很多人都未曾做到,但大体已成为一

种众人追求的“正确”论学模式.而梁漱溟或在尝试一种另类的论述方式,即不全靠证明来说服,而
是直接诉诸受众的观感④.这一尝试应当不是有意的,然在无意中却又是持续的.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梁漱溟除教材外的所有著作,都先以演讲方式表出,然后据记录稿进行整理.
实际上,把自己阅读的体会口头表述一遍,且须有头有尾,实在也是一次使自己读书心得系统化

的再创造.如胡适所说,“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演

讲能迫使立说者“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和合乎逻辑和文化

气味的陈述”.也只有一个人把“他的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的组织起来”,这些观念和感

想“才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他的”⑤.
据梁漱溟的自述,他的演讲虽然要先准备,可能并无成文的讲稿⑥.这样的好处是跟着感觉走,

临场发挥更自由;但据记录以整理成文,可能也会减损其系统性和逻辑性.尤其要仓促整理成书,恐
不无前后冲突之处⑦.且演讲要考虑听众的当下需要,想要表述得既简明扼要又具有吸引力,很可能

会减少一些论证的“繁文缛节”.后来贺麟就曾指责梁漱溟把哲学说得不那么哲学而更文化,其实恐

怕正是梁漱溟想要做的⑧.
对于今日惯于区分校园与社会的研究者来说,怎样认识和处理这样一种另类的思想表述模式,

是需要仔细斟酌的.即使对当年正在型塑学术规范的学院中人,这样的表述也是一个挑战.更严肃

些的学者,对这种无须“证明”直抒结论来“说服”他人的方式,便不容易接受.

三、对梁漱溟论学方式的一些反应

从梁漱溟在“五四”后因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暴得大名”看,社会对他的讲学方式总体是比

较欢迎的,学界中人也不甚排斥.不过,梁漱溟及其言说、著述的冲击力更多是因为他在一个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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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７５页.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７８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旨趣»(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５７８ ５７９页.
胡适曾指责梁漱溟论学缺乏历史依据(详另文),实则他只是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不同,其“讲法”也不同.他一般不用胡适

所谓历史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而更多以自己对历史那“微言大义”式的体悟来支持自己的见解.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３页.
梁漱溟曾说,“１９２０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或即一例.见梁漱溟:«我的自学

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６９９页.
如梁漱溟说外国的人和事,不论是否标明,多是借鉴他人的论说,他抄写后也不一定做“统稿”的工作.如 FrancisBacon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当年或译为培根,或译为倍根,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便两皆存在,可知其出处不同.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民国丛书»第三编第５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胜利出版公司版,１９９２年,第９ １３页.关于梁漱溟

有意以文化方式说哲学的问题,还会专门探讨.



时候提出了适应时代的问题①,故能引起众多的关注.但在学理方面,他受到的批评其实不少②.而

且,即使在一个成长中的学术社会里,也总有那么一两位更“较真”的人.李安宅就是其一,他的批评

反而是在梁漱溟的影响已经有些回落之时,且更侧重表述的方式.
梁漱溟在讨论他关于世界文化会先西化再中国化然后印度化的进程时曾说:“我并非有意把他

们弄得这般齐整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

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③那意思好像他是在代历史表

述,而不是他自己的安排.然而正如冯友兰所质疑的,人类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折,需要深入而

周全的论证,全不是什么“无奈”、“恰好”、“没法不如此”等说法可以服人的④.
在梁漱溟自己看来,这样的三转折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他甚至说,“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

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⑤.这句话曾被胡适拈出进行挖苦⑥,从学理论证角度言,确也有

些不讲道理,还真是“恰好”表现了梁漱溟的“非典型”论学模式.那意思,读者要么无条件相信梁漱

溟所说“自有见”,要么就可能成为那“或未必见谅”的群体中人.话虽说得气壮,但一句不“求谅于今

人”,却又提示出他并不那么理直.至少这样的表述方式无助于其所言被人接受,反容易招致批评.
后来李安宅说,所谓社会过程,即“制度与生活条件相适应,就有平衡;不相适应,平衡就破裂”.

破裂后还会恢复平衡,找着进步扩大的基础就是积极平衡,找着退步缩小的基础就是消极平衡.“这
样平衡而破裂、破裂而平衡的社会过程,认之为演化的就是‘辩证法’,认之为循环的就是中国传统的

历史观”.同时出现“有些不长进的人的妙论,以为中国社会虽陈腐,外国社会虽发展得迅速,等到他

们转过圈子来,我们就到他们的前头了”⑦.
这里所谓“不长进的人”的新见,大概就是指梁漱溟的三段论.在梁漱溟的设计里,人类突破了

此前的循环与演化两途,以“转圈子”的方式半循环半演化(因为有最终的印度化阶段,其循环与演化

都不彻底).李安宅的文化态度,大概在新旧之间,并非典型的新派和旧派.但从学理的视角看,梁
漱溟那种介乎于学院和“社会”之间的言说,在他眼中就沦为“不长进的人的妙论”了.

实际上,对前述说服与证明的论学方式,梁漱溟是了解的.他后来曾说:

　　在一个有待商讨的问题上进行讨论,必要先从彼此公认共许的道理,或浅近易晓的事理,或

眼前无可争议的事实以为入手依据,一步一步向前进行,逐步取得人们同意,末后方有可能建立

起坚强不摇的结论.⑧

这几乎是今人学术论证所必循的规则,梁漱溟显然心知肚明.然而他当年那特有的曲线论证方式,
是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清楚而有条不紊,然后再转折说出自己的意见⑨.这种方式应当

说非常公允,却未必利于读者的接受,容易引起误会.再加上他对新学术典范采取“明知故犯”的方

式,常以“不证自明”的方式立论,就更难见容于新式学人了.
梁漱溟为人实诚,治学态度也一向诚挚,故指责或驳斥别人,往往不留余地.他的朋友李石岑注

８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据冯友兰后来回忆,梁漱溟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年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既“是当时一部分人的

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１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１７２页.
而且这类批评更多出自被认为与梁漱溟同属一“派”的人,参见罗志田:«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社会科

学战线»２０１６年３期;«借世界说中国:梁漱溟言学问的窘境»,«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１期.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２７页.
冯友兰:«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１９２２年),«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５５ ５７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２７页.
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１９２３年３月),«胡适全集»第２册,第２４０页.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１９３１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 ４页.
梁漱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１９７４年),«梁漱溟全集»第７卷,第２７１页.
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１３页.



意到,梁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经常“说‘其实某公所说没有一句是对的’;说‘他们把孔子、墨
子、释迦、耶稣、西洋道理,乱讲一气;结果始终没有认清哪个是哪个’”,这类表述“在书内不知道有多

少”①.而且他指责的对象,从章太炎到胡适,全不放过,但自己并未感觉已经把人说得太狠②.
后来他忍不住旧态复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打击了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和吴鼎昌等多位著

名学者,说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

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有些话“说了等

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他则“敢正告大家”:社会问题“没有简单的、偶然的”.而“中国

问题更是许多复杂微妙相关的问题,是有深远历史所从来的问题,他的出路将只有天造地设的一条

路,一毫出入不得”③.
这次李安宅对梁漱溟提出了点名质疑,以为批评者的“责任是指明怎样不对,错误在哪里”,而不

是直接予以否定.且梁漱溟所谓“天造地设的路”,又“是不是宿命所定? 是不是不用研究不用努力,
反正是那么回事”呢? 尽管梁漱溟这次并未提及东西文化问题,李安宅显然还记得他的“专长”,进而

问道:中国问题诚然复杂,“然而这个复杂的问题,是要靠着通观社会变迁史———特别是殖民史来认

识呢? 还是靠着‘中西文化’底不同来认识呢”④?
可以看出,李安宅质疑的并非梁漱溟的具体见解,而是他表述的方式.尤其梁漱溟要别人认真

研究社会问题,自己未曾研究却先已有结论,且还是“只有天造地设的一条路,一毫出入不得”.似这

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简单概括,与街头宣传没什么两样.然而梁漱溟似乎又是在进行严肃的学理论

述,不是在从事街头宣传.
熟悉梁漱溟表述方式的,知道他这样批评别人和提出自己的结论,源自一种急迫的焦虑,其实都

是诚挚的,并非自以为是、吹毛求疵.但对学院中人来说,他确实既未指明别人怎样不对,错误在哪

里,也没“证明”为什么中国问题那条天造地设的出路“一毫出入不得”⑤,也就很难“说服”读者,特别

是有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读者.
这样看来,梁漱溟的讲堂论学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学院中正在形成的现代学术规范不能相容.

但两者的冲突又不限于今日所谓学术规范,而是揭示出天下转化后天下士与知识人在身份定位和职

责上的紧张———知识人崇尚为学术而学术,天下士则必须化民成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梁漱溟１９４２年于香港脱险后说,自己在遇到危险时心中相当坦定,主要是由于“有一种自喻和

自信”,也就是自己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

有天命,不用担心”.具体言: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

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

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

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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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３卷第３号(１９２２年３月).
如胡适与他商榷时稍带情绪,梁漱溟便致函胡适问道,“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 胡适覆函致

歉,但也指出,若“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

的论调,亦复不少”.并举出了自己“个人身受的两个例”子.梁漱溟这才明白是他先得罪人,更写一函,说“早在涵容,犹未自知”,
“承教甚愧”! 这些往复信函均附录于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之后,见«胡适全集»第２册,第２５６ ２５８页.

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１９３３年),«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３５７ ３５８、３６１页.
李安宅:«研究主张与国情———请教梁漱溟先生»(１９３３年),收入«社会学论集———一种人生观»,北平:燕京大学出版部,

１９３８年,第２２４ ２２７页.
梁漱溟只解说了一句:“就因为他关系太多、太微妙,所从来者太远.”



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①

换个人说上面的话,必被认为狂妄,而在梁漱溟则真是“发自内心”的自白,很像他素不欣赏的康

有为②.梁漱溟常自诩不是学者,但他所说自己不能死的原因,几乎都是学问和著述,似乎有些矛盾.
那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为我们提示了解码的秘诀———在某种程度上,梁漱溟就是要与

正在流行的现代学术划出界限,他的著述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乃是为万世开太平.
同样对校园中新学者不满的王鸿一,就认为梁漱溟不仅是学者,而且已成为“一代之学者”.其

所以能如此,“要点在能解决东西文化之大问题”.王鸿一说这话是在１９２６年,其时梁漱溟已脱离北

大,正与一些追随他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尝试今日所谓“体制外”的讲学,并即将投入实际的乡村改

革了.故在王鸿一眼里,梁的学问还在进步,已“由空想而渐到实际”了③.
实际上,如果按照梁漱溟关于不能解决当下问题即不算学问的标准,究竟谁可以算是学问人,还

真需要斟酌.李石岑在１９２４年将学问人生划分为三种,一种是为学问而为学问,一种是为功利而学

问,还有一种是为生活而学问④.若依梁漱溟必须解决当下问题的标准,在这三种人生态度中,恐怕

“为学问而为学问”的一种最不具备学问人的资格.
在李石岑眼里,“我友”梁漱溟具有“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他的“留心学问”,是“为着生活

不安而往前寻求的”;不论是否成功,他“是想处处由学问使生活得着安全”.因为“他留神考察个人

生活不安的所在与夫近代人生活的堕落,所以想提出孔家哲学来作一时的救济”.而其«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一书,“几几乎全部都是描写他这种生活态度的”.
李石岑是梁漱溟的朋友,然而他对所谓学问人生仅仅作出了描述.不喜欢梁漱溟的李安宅,却

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只是研究身外之物”,而社会科学不一样,其研究“对象

要包括研究者在内”.因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人即生在社会现象之中,所以不管你研究不研究,或研

究到什么程度,你是不得不然地进行着影响社会与被社会所影响的双层过程”.实际上,“人这动物

永远一方面是研究者,一方面是活动者”:

　　在理论上,活动是术,研究是学;学与术相对相成,然不能相混.实际则任何人都有一个人

生观,一部份是学,一部份是术,辗转推动而不能分.⑤

上面的话是李安宅与梁漱溟商榷时所说,实则表现出两人尚有几分“了解之同情”.梁漱溟或未必将

自己所治之学定位为“社会科学”,但他确实侧重那些最能影响社会人生的学问.据李安宅所言,研
究社会科学的人不可能是王鸿一所谓看见病人而谓吾将习医以疗之的人,因为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者

是无法区分的.李安宅虽强调“学只是抽象的公式,在行为方面只能指示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什么,不
能引起执行手段的行动”,但如果人的本质决定了他永远既是研究者又是活动者,则所有抽象的学都

要成为行动的术,正如人生观终须落实在人生之上.
从李安宅试图与梁漱溟有所区分、实际却又带几分呼应的事例看,梁漱溟的学术言说,可能触碰

到了学术的基本面.而他那独特的讲堂论学方式本身,似乎也对那时尚在形成中的学术规范提出了

挑战.
如前所述,在民初新教育体系里,基本奉行着源自西学的一套治学典范.梁漱溟的学问本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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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１９４２年２月),«梁漱溟全集»第６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２ ３４３页(按此

文未收入旧版«梁漱溟全集»).
想做教主的康有为曾说:“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见康有为:«与陈焕章书»(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０

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９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３７页.
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收到)、«致陈亚三»(约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间),«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８ ６０页.
本段与下段,见李石岑:«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代序)»(１９２４年),«李石岑讲演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 ５页.
本段与下段,见李安宅:«研究主张与国情———请教梁漱溟先生»,«社会学论集———一种人生观»,第２２４ ２２５页.



悟见长,不以系统精细著称.尽管也有人曾对梁漱溟的治学取向表示过赞赏①,但若以当年发展中的

规范性治学方式来衡量,梁漱溟相对随意的治学论学取向,可以说是“非典型”的.他那种“大众化”
的学风虽不甚符合“证明自己以说服他人”的新学术规范,然而其明快直接的指引,或更适应民初那

个需要解答的时代,所以能够“暴得大名”.反过来,这种“非典型”的取向多少会影响到学界对他“学
术成果”的接受.

且梁漱溟从小轻视纸面学问,一向不循“文章义法”,故不善于说中西学问的“行话”,甚至说出

“外行”的话,都是可能的事.再加上他在清末新学环境中受学成长,缺乏同龄人具有的旧学基础.
而他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想象描述,有时也较为粗浅,使稍知西方历史和现状的人很难认同②.这样

中西两学皆不甚通达的背景,直接影响到梁漱溟的论学资格,也降低了其主张的说服力,使他面临着

难以“证明自己”和“说服他人”的双重窘境,成为他讲堂论学取向的难局.
民初中国的学术社会尚在成长之中,不免有些今日看来属于特例的事.梁漱溟只有初中学历,

还不如他在大学里的很多学生.在他当北大老师的时候,昔日的中学同学汤用彤就是同系的学生.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他在北大“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③,恐怕也有所指,即他需要证明自己.在蔡

元培１９２３年从北大辞职后,原来的“兼容并包”风气可能减弱,而校园中的学术规范又开始“从严”.
同人的承认与否,多少也会影响到梁漱溟的心绪.他那时正处在心中问题转换的烦闷之中,已不常

规授课,最终在１９２４年辞职离开北大④.依笔者猜想,这多少与他的论学取向与校园学术氛围的趋

于严谨不相容有些关系.
后五四时代可以说是“天下”彻底崩解的节点,过去以人的自我修养和培养他人为目标的“学

问”,逐渐变成与“知识”密切关联的“学术”⑤.一方面是校园与社会日益疏离,转变了定位意识的新

学人日渐从化民成俗的责任淡出,甚至不再感觉有代民立言的“义务”;另一方面则可见学生的兴起,
他们常以社团形式出现,似乎比上一辈更多意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且以改造“社会”为己任.那

时的情形是,民众面临许多迫切的实际问题而又感觉无学可依,有承担意识的学生自己在各方面都

还需指引.
梁漱溟在“五四”后确立了在全国舞台发声的地位,因而也像所有的天下士一样,具有不得不发

声的责任.在中国现代学术社会型塑的进程中,他开创了一种并不区分校园与社会的讲堂论学方

式,同时针对民众和学生立言,既要化民成俗,又仍与学界对话⑥.这一方式其实也在演变之中,甚或

并未“定型”;惟始终不脱宋明讲学的风格,而不追随为学术而学术的新风.他先曾供职于大学,也经

常借助校园和现代出版方式说一些不那么严谨的话,然而终于脱离新教育体制,在体制外继续“坐而

言”,并日益向“起而言”倾斜.但他发声的责任感始终不衰,并尽可能坚持了兼顾学界与社会的立言

取向,直到最后.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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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林同济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创立的学术典范并不满意,就称赞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那种治学取向之

外“杰出的例外著作”.见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１９４０年),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页.

参见罗志田:«借世界说中国:梁漱溟言学问的窘境»,«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９８页.
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１１ １２、２４页;梁漱溟:«略述１９２４年在曹州办学经过»(１９７１年),«梁

漱溟全集»第７卷,第２２８ ２３０页.
借用西文的表述,今日大学里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并已全盘计日程功化,有时甚至沦为“专业”话语的

自我生产.
当年在校园内外演讲者很多,此所谓开创,是指他有意以宋明讲学之风解除青年的烦恼,且既针对大众,又不排除校园,在

各方面都有其特性,的确可以说是“再创”.


